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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
———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李红敏，李欣茹，谢美钰，徐建英∗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教育部三维信息获取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

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 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

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

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 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

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 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

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
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 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

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

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措施。
关键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社区居民态度；态度改变；冲突减缓措施；影响因素；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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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近年来，随着生态修复

和保护政策的实施，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频次以及相应的经济损失均呈上升趋势［１—４］。 该冲突涉及的主体既

有来自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物，也有来自社会经济系统中受影响的社区居民及其相关管理者，缓冲冲突的措

施也分别集中在生物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两个方面，前者如移除肇事动物［５］、设置围栏［６—７］，后者如肇事补

偿、基于社区的保护［８］等。 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系统具有调控性强、涉及主体可交流等特征，对于进一步探究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机制和响应机理，确立调控 ／缓解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许多学者建议加强社会人文视

角的研究［６］。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本质是社区居民和野生动物对于特定景观和空间的竞争性利用，通常表现为野生动

物对社区居民生活 ／生产空间的入侵［９—１０］，损害社区居民的庄稼、牲畜以及人身安全等，并由此导致社区居民

对于肇事动物、自然保护区的负面 ／不支持态度以及报复性猎杀行为，威胁到许多濒危物种的长期生存［１１—１２］。
建立社区居民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是自然保护区管理者和生物学者面临的共同挑战［１３］。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冲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有效途径［１４］，其目的在于补偿动物肇事带来的经济损失，
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和自然保护区的负面态度，提高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容忍度，促进其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为［１５—１６］。 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补偿手段，对肇事补偿实施前需要确定的数额标

准［１７］、补偿形式［１８］、适用性和接受度［１９—２０］和肇事补偿后的生态经济效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陈荣源等［２１］

确定了陕西秦岭地区农户和当地政府分别可接受的补偿标准。 王振华［２２］从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讨论了野生

动物肇事补偿的适用性问题。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３］发现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保险为基础的补偿

计划弥补了 ９０％以上的损失。 但鲜少有研究关注肇事补偿的另一初衷，即改变或改善当地居民对于肇事动

物的态度，促进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 本文拟对此进行研究，以从社会人文视角探究冲突机制和社区居

民响应机制，为提高肇事补偿的有效性提供借鉴。
研究当地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和行为是将社会学相关内容纳入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研究中，可用于

了解社区居民的态度偏好，明确相关态度产生的机制和驱动力，提高减缓措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２４］。 研究发

现当地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是复杂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２５］，且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间存在差异［８，２６］。 如

Ｔｒａｊçｅ 等［２７］研究发现在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两个国家，性别、教育、知识和牲畜的损害影响了当地居

民对棕熊（Ｕｒｓｕｓ ａｒｃｔｏｓ）、狼（Ｃａｎｉｓ ｌｕｐｕｓ）和猞猁（Ｌｙｎｘ ｌｙｎｘ）的态度。 Ｌｉｕ 等［２８］研究发现在四川省，受访者对黑

熊（Ｕｒｓｕｓ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的态度与所在村庄附近是否有黑熊、村民年龄、对黑熊的了解程度和职业显著相关。 为

了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长期共存，通过特定方式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和行为也颇受关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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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ｅｎｅｋｅ Ｈｏｅｎｉｃｋａ 和 Ｐａｒｋｅｒ 等分别发现与动物的互动式接触和社会资产会有效改变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

态度［２９—３０］。 上述研究科学分析了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及影响态度和态度改变的因素，但是往往将

态度作为单一维度指标，表达特定主体的认知和情感倾向，而对其行为倾向的解释不足。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态度是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的核心［３１］，是行为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的综合

指标［３２］。 其中情感维度表现为特定主体对客体的情绪表现，包括喜欢、厌恶等；而行为维度表现为特定主体

对客体的反应倾向或做出反应的准备状态［３３］。 情感维度是态度的决定因素，行为维度对行为有重要的预测

作用［３３—３４］，二者相互影响，但表现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只有两种维度表现一致时，个人的整体态度才稳定且长

久。 据此，本研究拟综合社会学中态度的多维特征和生态学中肇事补偿的初衷，弥补单一维度态度研究的不

足，探究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及其影响机制，为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实现保护

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案例为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主要保护对象为西南高山林区自然生态系统及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等珍稀动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 近年来，卧龙保护区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时有发生，成为保护区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新矛

盾［３５—３６］，且直接关系到当地的生态恢复和生态补偿政策的效应［３７］。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正在保护区内逐

步实施和推广，亟需明确补偿效应和机制，提高社区居民的接受度以及政策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本文针对肇

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的改变作用和机制的研究是对肇事补偿初衷的验证，也是对肇事补偿社会人文效应研

究的丰富，同时也是研究区域肇事补偿政策改善和提高的基础和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或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西南部，邛崃山脉东南坡（３０°４５′—３１°２５′Ｎ，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Ｅ），总面积约 ２０００ｋｍ２。 卧龙保护区地处四川

盆地西缘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海拔 １１５０—６２５０ｍ，属于亚热带内陆山地气候，冬季晴朗干燥，夏
季温暖湿润。 卧龙保护区始建于 １９６３ 年，是我国较早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区内自然地理条件独特，是大

熊猫、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等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 卧龙保护区也是社区居民（多数是农民）生产、生活

和居住的场所。 截止 ２０１９ 年，卧龙保护区内辖卧龙镇、耿达乡两个乡镇，６ 个行政村（卧龙一村、卧龙二村，卧
龙三村；耿达一村、耿达二村，耿达三村），２６ 个村民小组，农牧民 １４００ 多户，４４００ 多居民，分属藏族、羌族、汉
族等三个民族，以藏族为主。 卧龙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生计以农业为生，主要从事种植、养殖、务工（本地或外

地）等工作，种植作物以玉米 （ Ｚｅａ ｍａｙｓ）、莲花白 （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ｖａｒ．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土豆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为主，养殖畜种以猪 （ 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绵羊 （Ｏｖｉｓ ａｒｉｅｓ）、山羊 （ Ｃａｐｒａ ｈｉｒｃｕｓ）、牦牛 （ Ｂｏｓ
ｇｒｕｎｎｉｅｎｓ）为主。

野生动物肇事在卧龙保护区内普遍存在，冲突类型包括农作物受到破坏、家禽家畜受到袭击，人身伤害

等，但以农作物破坏为主［３８］。 肇事动物包括野猪 （ 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猪獾 （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豪猪 （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黑熊（Ｕｒｓｕｓ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等［３５，３８］，其中，野猪是当地影响范围最广的肇事动物［３５］。 发生肇事的时间

以夜间为主。 受害作物类型包括玉米、莲花白、土豆等，其中玉米是受害最严重的作物类型［３８］。 频繁的人与

野生动物冲突不仅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计活动（例如家畜放牧［３９］ ），而且也影响了雪豹［３６］（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
大熊猫［４０］、水鹿（Ｒｕｓ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４１］等珍稀物种的保护。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获取

研究数据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１１ 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 调查对象为卧龙保护区内年龄大于 １８ 岁

的、对家庭情况和野生动物肇事比较了解的当地居民。 这一时期年内绝大多数肇事事件已经发生。 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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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部分构成：①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家庭遭受的野生动物肇事情况。 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学历、
职业、家庭农地面积及结构（不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收入来源及结构（农业收入、打工收入等）、牲畜饲养量

等。 在野生动物肇事方面，调查了家庭近一年是否受到野生动物损害以及损害的农作物面积、类型、牲畜损失

的种类和数量等。 ②当地和家庭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基本情况，包括是否曾经因野生动物破坏得到补偿以及

期望的补偿方式（现金补偿、商业保险补偿、粮食补偿、其他补偿）。 ③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 将社

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分为两大类：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 其中，情感态度是指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

的内心感受，包括喜厌态度（对肇事动物喜欢 ／讨厌）和期望态度（希望肇事动物未来数量增加 ／减少）；行为态

度指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可能采取的行为所持有的态度，包括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 将所有态度分为积

极、中立和消极并分别赋值（表 １）。 ④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态度的改变作用。 针对每个态度维度，逐一询

问社区居民在假设有肇事补偿的条件下，其态度是否改变以及改变的方向。 以喜厌态度为例，改变方向指

“消极”改为“中立”或者“积极”，改变后赋值方式不变。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２０１ 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 １９６
份。 其中，卧龙镇 １０９ 份，卧龙一村、卧龙二村、卧龙三村分别为 ４６ 份、４４ 份、１９ 份；耿达乡 ８７ 份，耿达一村、
耿达二村、耿达三村分别为 ４０ 份、２４ 份、２３ 份。

表 １　 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类型和赋值方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态度类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赋值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情感态度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喜厌态度 积极（喜欢＝ １）；中立＝ ０；消极（讨厌＝－１）

期望态度 积极（增加＝ １）；中立（不变＝ ０）；消极（减少＝－１；消失灭绝＝－２）

行为态度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保护态度 积极（支持＝ １）；中立＝ ０；消极（不支持＝－１）

捕杀态度 积极（不同意＝ １）；中立＝ ０；消极（同意＝－１）

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在 Ｅｘｃｅｌ 中完成社区居民不同维度的态度的赋值计算，然后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假设补偿

前后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态度的变化特征，识别社区居民类型并探究影响社区居民态度及改变的因素。 主要

包括：①态度均值比较。 根据对肇事补偿前后社区居民不同维度的态度分别赋值计算，分析态度变化的方向

并通过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比较补偿前后态度的差异，若 Ｐ＜０．００１ 则证明补偿前后态度的差异显著。 ②社区

居民类型的识别与态度改变方式。 根据补偿前后社区居民态度改变情况，将居民划分三类：若补偿前态度积

极则称为态度积极型居民；若补偿前态度中立或消极，但假设接受补偿后态度分别变为积极或者中立（积
极），则称为态度改善型居民；若补偿前态度消极或中立，且假设接受补偿后态度不会发生改变，则称为态度

无改善型居民。 分析不同态度维度下积极型居民、改善型居民和无改善型居民的态度改变方式。 ③通过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分析居民态度积极与否、改善与否的影响因素，即分别以态度类型（积极型和消极型）和态度

改变类型（改善型和无改善型）为因变量，以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指标为自变量，建立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所得模型均通过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拟合优度评价（Ｐ＞０．１）。 上述统计分析在 ＳＰＳＳ２６．０ 中完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受访者基本特征及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表 ２），调查对象以藏族为主，男性略高于女性。 ７０％以上的调查对象年龄集中在 ３６—６５
之间，６５％的被调查对象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 受访者户均农地总面积为 ０．１９７３ｈｍ２，但卧龙镇（０．２６９３
ｈｍ２）高于耿达乡（０．１０７３ ｈｍ２）。 户均牲畜饲养量为 １５ 只，但卧龙镇（２４ 只）高于耿达乡（３ 只）。 户均家庭年

收入可达 ４７７１３．６６ 元，其中，户均耕作年收入达 ２６３２．４４ 元、户均养殖年收入达 ７７５９．７７ 元，均为卧龙镇高于

耿达乡，卧龙镇户均耕作收入和户均养殖年收入分别为 ４００７．８８ 元和 １２１５８．６６ 元，耿达乡分别为 ９０９．１９ 元和

２２４８．５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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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受访者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基本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卧龙镇
Ｗｏｌｏｎｇ ｔｏｗｎ ／ ％

耿达乡
Ｇｅｎｇｄａ ｔｏｗｎ ／ ％

总计
Ｔｏｔａｌ ／ ％

乡镇 Ｔｏｗｎ １０９（５５．６１） ８７（４４．３９） １９６（１００）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６１（５５．９６） ４５（５１．７２） １０６（５４．０８）

女 ４８（４４．０４） ４２（４８．２８） ９０（４５．９２）
年龄 Ａｇｅ １８—３５ １４（１２．８４） ２（２．３０） １６（８．１６）

３６—５０ ４５（４１．２９） ３１（３５．６３） ７６（３８．７８）
５１—６５ ３８（３４．８６） ３２（３６．７８） ７０（３５．７１）
＞６５ １２（１１．０１） ２２（２５．２９） ３４（１７．３５）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藏族 ９７（８８．９９） ５０（５７．４７） １４７（７５）
汉族 ９（８．２６） ３３（３７．９３） ４２（２１．４３）
羌族 ３（２．７５） ４（４．６０） ７（３．５７）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文盲 １９（１７．４３） ３４（３９．０８） ５３（２７．０４）
小学 ５１（４６．７９） ２５（２８．７４） ７６（３８．７８）
初、高中 ３２（２９．３６） ２８（３２．１８） ６０（３０．６１）
大专及以上 ７（６．４２） ０ ７（３．５７）

农地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 户） ０．２６９３ ０．１０７３ ０．１９７３

牲畜饲养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 （只 ／ 户） ２４ ３ １５

耕作年收入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户－１ ａ－１） ４００７．８８ ９０９．１９ ２６３２．４４

养殖年收入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户－１ ａ－１） １２１５８．６６ ２２４８．５１ ７７５９．７７

家庭年收入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户－１ ａ－１） ５５５２１．４９ ３７９３１．４４ ４７７１３．６６
　 　 *牲畜饲养量指猪、羊、牦牛数量的总和

图 １　 受访者受偿方式的选择意愿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调查结果表明，卧龙保护区野生动物肇事较频繁，
６９．３９％（１３６ 人）的被调查对象曾经历过不同类型的野

生动物肇事，且野生动物肇事类型以农作物破坏为主

（８６．７３％），但肇事补偿并未落实到位。 调查表明，仅有

４．５９％（９ 人）被调查对象接受过野生动物肇事补偿。
进一步调查表明，９２．８５％的被调查对象希望能够得肇

事补偿，但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有所差异。 被调查对象

对四种补偿方式进行的选择和排序表明（图 １），其首选

补偿方式以现金补偿为主（５４．１０％），其次是商业保险

补偿（２８．４２％），仅 １２．０２％和 ５．４６％的被调查对象愿意

接受粮食补偿和其他补偿形式（如政府发放围栏、帮助

修建铁丝网）。 被调查对象次选的补偿方式以粮食补

偿最高，然后依次为现金补偿和商业补偿，其他补偿方

式最低。
３．２　 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图 ２），在肇事补偿没有普及且受偿人数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

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情感态度来看，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以消极为主，有 ６２．６４％的受访者对肇事动

物持厌恶态度，４９．４７％的受访者不希望肇事动物数量增加。 但从行为态度来看，大多数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

的态度较积极，７３．４７％的受访者支持保护肇事动物，６８．３７％的受访者反对捕杀肇事动物。
３．３　 肇事补偿对于态度的改变作用及居民的分类

在假设有补偿的条件下，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改变显著（Ｐ＜０．００１），且四类态度均发生积极的改

变（表 ３）。 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为明显，变化值达到 ０．５３７，其次是行为态度中的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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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受访者对肇事动物的态度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化值分别为 ０．３６７ 和 ０．３６２）。 值得注意的是，假设补偿后，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均值分别达到了 ０．８８２ 和

０．７７５，接近最高值 １，而喜厌态度和期望态度也从消极趋向积极（负值变为正值）。

表 ３　 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态度的改变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态度类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ｙｐｅｓ

补偿前态度均值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假设补偿后态度均值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变化值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Ｚ 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ｚ

显著性
Ｓｉｇ．

情感态度 喜厌态度 －０．３８４ ０．１５３ ０．５３７ ９．９０１ ０．０００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期望态度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３６０ ８．３６７ ０．０００

行为态度 保护态度 ０．５２０ ０．８８２ ０．３６２ ５．９８４ ０．００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捕杀态度 ０．４０８ ０．７７５ ０．３６７ ６．０５３ ０．０００

根据对肇事动物态度的改变情况，将社区居民分为三类：态度积极型、态度改善型和态度无改善型。 从研

究结果来看，肇事补偿对于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都有所改变，但影响程度和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图 ３）。 其

中情感态度改变的人数较多：５３．２９％的被调查对象的喜厌态度由中立或消极的态度改为积极或中立的态度，
２８．１９％的被调查对象的期望态度由中立或消极改为积极或中立的态度。 比较而言，行为态度改变的人数较

少，约 ２０．４０％的被调查对象的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由中立或消极改为积极。 部分居民在假设肇事补偿后，依
然不愿意改变对于肇事动物的消极态度，在喜厌态度、期望态度、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中分别达到了 ２２．５２％、
３１．９１％、６．１２％和 １１．７３％。
３．４　 不同类型态度及其改善的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表明（表 ４），是否受过野生动物破坏、受教育情况以及农业收入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社区居民

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Ｐ＜０．０５）。 从影响方式来看，是否受过野生动物破坏是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共同的影

响因素（Ｐ＜０．０５），影响程度不同（β喜厌态度 ＝ －２．９９４、β期望态度 ＝ －２．１５６、β保护态度 ＝ －１．５３７、β捕杀态度 ＝ －１．３９１），但影响

方式一致，均表现为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会显著降低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积极态度。 其次，居民的耕作总收

入和耕作收入比重也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Ｐ＜０．０５），特别是期望态度、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β期望态度 ＝
－０．０４５、β保护态度 ＝ －１．０６６、β捕杀态度 ＝ －０．０４１），均表现为耕作收入越高，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越大，社区居民

对于肇事动物消极态度的可能性越高。 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情况也会显著影响其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Ｐ＜
０．０５），受过教育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喜厌态度更为消极（β喜厌态度 ＝ －１．３５７）。

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是否改变与其拥有的农地、玉米地、牲畜数量以及玉米地的损失面积有关

（Ｐ＜０．０５）。 从影响方式来看，情感态度的改变受到农地总面积、玉米地面积和牲畜数量的显著负向影响，即
前述因素数量越大，情感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小（β喜厌态度 ＝ －０．３９、β期望态度 ＝ －０．１４６、β期望态度 ＝ －０．０１５）。 玉米地

损失面积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对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的影响方式一致（β保护态度 ＝ －３．４５７、β捕杀态度 ＝
－２．５１５），即玉米地损失面积越大，行为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小。

１８３０１　 ２４ 期 　 　 　 李红敏　 等：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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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社区居民类型及态度改变方式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表 ４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及各因子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影响因素（参照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回归结果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Ｂ） 卡方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显著性
Ｓｉｇ．

态度影响因素 喜厌态度 是否受到破坏（否） －２．９９４ ０．４５１ ４４．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４０４ ０．８１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是否接受过教育（否） －１．３５７ ０．４８２ ７．９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２５８

期望态度 是否受到破坏（否） －２．１５６ ０．３９５ ２９．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６ １．５５５ ０．９５６
耕作收入比重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７ ６．８７７ ０．００９ ０．９５６

保护态度 是否受到破坏（否） －１．５３７ ０．５１５ ８．９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５ ４．７５２ ０．５７６
耕作总收入 －１．０６６ ０．３９９ ７．１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３４４

捕杀态度 是否受到破坏（否） －１．３９１ ０．４５２ ９．４６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９ １．７０１ ０．９４５
耕作收入比重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 １１．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６

态度变化影响因素 喜厌态度 玉米地面积 －０．３９ ０．１６２ ５．７８３ ０．０１６ ０．６７７ ４．４９５ ０．１０６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期望态度 农地总面积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６ ４．９１１ ０．０２７ ０．８６４ ２．２９５ ０．９７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牲畜总量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５．１２６ ０．０２４ ０．９８５

保护态度 玉米地损失面积 －３．４５７ １．５２７ ５．１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６２９
捕杀态度 玉米地损失面积 －２．５１５ １．２２４ ４．２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１ ２．０５ ０．３５９

　 　 β：回归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Ｅ．：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Ｗａｌｄ：瓦尔德值；Ｓｉｇ．：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Ｅｘｐ（Ｂ）：优势比（回归系数的指

数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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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补偿前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及影响因素

假设补偿前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是补偿后态度变化的起点，决定了态度改变的方向和程度。 本

研究中假设补偿前社区居民对不同维度的态度表现并不一致，即情感态度以消极为主，行为态度以积极为主

（图 ２）。 相关研究表明情感态度对于行为态度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且方向一致，即正向情感态度能够预测正向

行为态度，反之亦然［４２］。 本研究中两种态度维度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研究区域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以

及捕杀动物后严厉的惩罚制度有关，即当地居民在情感上对肇事动物并不喜欢或支持，但在管理制度作用下

还是会对肇事动物进行保护，不会人为捕杀。 因此，研究影响社区居民态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改变社

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特别是情感态度，引导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的正向发展十分重要。
研究表明，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受过野生动物破坏的经历会显著降

低社区居民的态度积极性（表 ４），在其他研究中也有发现［９］，这可能是因为冲突经历会保留在社区居民的记

忆中，并进而加深了其对经济损失的担忧和肇事动物的恐惧［３１］，且经历冲突的次数越多，对肇事动物的保护

态度越消极［４３］。 其次，居民耕作收入越高，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越大，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消极态度

的可能性越高。 农业收入是研究区域社区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莲花白等蔬菜的种植和销售，而
当地野生动物肇事类型也以农作物的破坏为主［３８］。 因此当地居民对于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对于野生动

物破坏的担忧也就越大，并进而影响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 社区居民生计特征与其对于肇事动物的

态度密切相关在其他研究中也有发现，尽管表现不同，如在以畜牧业为主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对于狼

（Ｃａｎｉｓ ｌｕｐｕｓ）或者棕熊的容忍度与其饲养的家畜动物类型有关［１］，但揭示了二者冲突的根源和本质，即由生

产空间的竞争转化对生计依赖性的威胁。
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受教育情况会显著影响其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受过教育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

的喜厌态度更为消极（表 ４）。 作为社区居民的典型社会经济特征，教育程度对社区居民的态度影响方式并不

一致，如 Ｓｔöｒｍｅｒ［４４］研究发现在纳米比亚社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态度越消极，而 Ｊｙｒｗａ［２６］

和许飞等［４５］的研究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对肇事动物保护的态度更积极。 Ｓｔöｒｍｅｒ 将其解释为教育程

度高的社区居民具有较多的生计选择的方式（如去城市）和野生动物带来的收益有限，而 Ｊｙｒｗａ 和许飞则将其

归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更能认识到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生计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小等。 可见尽

管教育程度的影响方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即与肇事动物对生计影响 ／贡献有关。 本研究认为，教育程度

低的社区居民，生计选择方式受限，多在本地从事相关生计生产，而保护区针对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工作可能

促使其情感态度更为积极。
４．２　 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改变及影响因素

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态度均发生了正向的改变（表 ３），说明肇事补偿的

有效性。 特别是情感态度，在补偿后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正向改变，对于培育社区居民正向的行为态度具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态度改变的因素表面上看是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质上是社区居民对野

生动物肇事过程中预期成本的分析和预判，如成本或预期风险增加，态度很难发生改变［３１，４６］。 目前认识到肇

事冲突中的成本有两类：有形成本［３１］ 和无形成本［２０］。 有形成本是指可见且易于衡量的损失［４７］，如作物受

损、牲畜被捕食、人类伤亡、财产损失和疾病传播［４８—４９］。 无形成本是因未被补偿、延迟补偿或社会心理影响而

造成的损失，包括交易成本、健康成本和机会成本［４８—４９］。 在本研究识别的影响态度改变的因素中（表 ４），玉
米地损失面积为有形成本，其数量越大，行为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小；而玉米地面积、农地总面积、牲畜总量属

于无形成本，其数量越大，被肇事动物破坏的风险越大，因此居民的情感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变小。 相关研究表

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均可解释社区居民的态度，但无形成本比有形成本更重要。 如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等［２０］ 研究发

现社区居民对狼的消极态度与狼带来的无形成本（如风险感知）高于有形成本（如牲畜捕食）有关。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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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ｎａｒｓｋｉ 等［５０］在加拿大 Ｃａｐｅ Ｂｒｅｔｏｎ 高地自然公园的研究发现，通过体验和互动的方式学习，降低了人们对

在院子里和公园里接触土狼（Ｃａｎｉｓ ｌａｔｒａｎｓ）的恐惧感，增加了对土狼的控制感，从而降低了无形成本，有效地

改变了人们对于土狼的态度。 此外 Ｋｏｅｎｅｋｅ Ｈｏｅｎｉｃｋａ 等［２９］ 研究表明通过潜水活动与大白鲨（Ｃａｒｃｈａｒｏｄｏｎ
ｃａｒｃｈａｒｉａｓ）进行互动式接触，可消除对大白鲨的恐惧和大量偏见，促进对鲨鱼的情感，最终促成态度的改变。
总体来看，通过提供心理支持的项目，提高对肇事动物的认知与理解，可降低无形成本，并进而缓解人与野生

动物的冲突［５１］。
４．３　 对肇事补偿有效性的启示

本文从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作用的视角研究了肇事补偿的有效性，发现肇事补偿可改善社区居

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但在不同态度维度之间存在差异，与经济成本、补偿形式、肇事冲突类型、社区居民生

计特征以及相关管理政策等要素有关，该结果对提高肇事补偿的有效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通常认为肇事补偿是对野生动物破坏所带来的损失的补偿，往往强调肇事破坏的直接成本或有形成本

（如本研究中的玉米损失面积），而忽略了无形成本。 本研究发现的无形成本如下：一是交易成本，社区居民

首选的补偿方式是现金补偿，次选的补偿方式为粮食补偿，是因为现金补偿更为直接，而粮食补偿也可省去购

买环节，从而降低了支付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二是预期风险成本，即对未来肇事破坏的预期和担忧。 三

是机会性替代成本，即利用非自然资源（如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业、可替代生计时而取代 ／减小了肇事破坏带

来的成本。 四是心理成本，即因肇事冲突或破坏而带来的心理上的代价，如遭受肇事冲突或破坏的经历会导

致社区居民对肇事动物的恐惧和担心增加。 在制定肇事补偿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肇事破坏的直接成本，也要

考虑肇事补偿过程中涉及的多种成本类型，最大程度地发挥肇事补偿的有效性，从社会经济层面减缓人与野

生动物的冲突。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１）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态度在不同态度维度间存在差别，其中情感态度以消极为主，分别有 ６２．６４％

和 ４９．４７％的受访者的喜厌态度和期望态度为消极；行为态度以积极为主，分别有 ７３．４７％和 ６８．３７％的受访者

的保护态度和捕杀态度为积极。
（２）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以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为正向改变，但是改变程度在

不同态度维度之间存在差异。 补偿对喜厌态度的改变最为明显，５３．２９％持消极态度的社区居民改变为积极

态度，变化值达到 ０．５３７。
（３）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以及态度改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各个因素作用方式不一，其中是

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
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

行为态度的改变。 综合来看，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社区居民生计特征及与肇事补偿相关的多个成本类

型综合作用的结果。
５．２　 建议

为了提高肇事补偿的有效性，弥补肇事破坏带来的损失，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特提出如下

建议：
（１）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 优先选择以现金为主的补偿方式，同时结合国内各地区粮

食补偿、保险补偿的实践经验，实现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完善补偿过程，在肇事定损、补偿标准以及补偿支付

等关键环节透明化、标准化，降低交易成本。
（２）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 农作物破坏是当地肇事冲突的主要类型，减少社区居民对农业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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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替代产业，如依托巴郎山、大熊猫栖息地、夏季避暑胜地等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提高农业依赖的机会

成本，降低社区居民对于肇事破坏的风险预期，有助于提高肇事补偿的有效性。 其次是改变种植结构，调查表

明玉米符合多种动物的食物选择偏好，但并不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和收入来源，建议减少玉米的种植面积，
调整为经济收益高且肇事动物不喜好的作物类型，如莴笋（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ｖａ）或适应当地气候的中药材等。

（３）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 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是

态度形成的根本和基础，可弥补仅仅依靠肇事补偿这一经济手段的不足，提高肇事补偿的有效性。 建议运用

公共知识教育、政策宣传、奖惩等手段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社区居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充
分利用大熊猫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种的优势，适时增加社区居民和游客与肇事动物的互动式接触和体

验，培育积极情感，提高肇事补偿促进态度改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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